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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後疫情時代的勞動力需求 

2019 年底於中國武漢市確認首名原因不明的肺炎罹患者後，隨

著全球化發展下的各種鏈接途經，以極為驚人的傳播速度，迅速席

捲世界各國。針對此種新型具有極高度傳染力的疾病，世界衛生組

織WHO正式定名為 COVID-19新冠肺炎，並且在 2020年 3月宣告進

入「世界性大流行（Pandemic）」狀態。日本當然無法免受其害，從

2020年 2月國內出現首名新冠肺炎死亡例後，日本政府即要求民眾

自我控制，呼籲相關營業活動、非必要移動以及學校授課都暫且停

止。同時，日本在 4 月份對外宣告封鎖國境，限制外國人的訪日活

動。國內各縣市因應 COVID-19的緊急事態宣言相繼發布與解除，但

接連而來的卻是第 2 波、第 3 波甚至到現在的第 7 波傳染高峰。緊

急事態的週而復始，對於一般日常生活的劇烈影響可想而知。不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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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民眾逐漸麻痺對防疫的警覺外，更帶來在疫情黑暗中看不到光明

出口的絕望感受。無論是物質上或是精神上的負擔，對於人民而言

都是極度沉重的負荷。 

所幸在 2022年中迎來恢復正常生活的曙光，COVID-19傳染疫情

已逐漸趨向平緩，對人民營業行為的限制或是配戴口罩與消毒的要

求都隨之鬆綁。再者，日本進一步宣布解除國境封鎖，盡可能回復

過往的國際移動與交流。對以觀光為重要經濟產業的日本而言，三

年期間受到重創的觀光業，當然要放在重建復甦的首要名單。開放

國門後的日本，逐漸迎來外國遊客的爆炸性消費。但在解禁後再度

訪日的台灣遊客，都會談論與疫情爆發前的日本有何不同之處。其

中特別引起注意的是，多數遊客都提到餐廳與旅館中會講中文的工

作人員數減少或是根本消失的現象。 

眾所皆知，近年勞動力呈現嚴重不足的日本，希冀藉由引進外

籍移工，來直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所需的體能勞動或基礎服務工

作。因此，就日本全體產業界而言，外籍勞動者的開放與管理，即

成為重點關注的議題。事實上，在目前的後疫情時代，勞動力的有

效確保，更是日本政府力求經濟重建與產業復甦時，無可忽視的首

要課題。正因為如此，所以前日本首相菅義偉於 2020年 9月走馬上

任後，同年 10月即宣布飛往越南進行正式訪問，以東南亞的越南作

為其基於首相身分進行交流的第一個國家。選擇越南的主要理由，

就是著眼於日本所不可或缺的外國勞動力。 

依據日本法務省於 2020年 6月的統計數據，以技能實習生身分

居留日本的外籍人士數量，越南以近 22萬人居於首位，甚至是第二

名中國 7 萬人的三倍數量。受到疫情的直接影響，許多技能實習生

無法前往日本，日本農業、觀光業、製造業與建築業，都陷入嚴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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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欠缺的困境。因此，菅義偉前首相訪問越南時，屢次在正式演

講中提及，希望日本作為「被越南人選擇的國家」，以勞動者身分來

到日本，兩國共享經濟成果。菅義偉前首相不僅是要解決當時的產

業經營問題，更是放眼疫情趨緩而解除封鎖後的經濟再生，在世界

勞動市場競爭重啟前，能佔據更為有利的起跑點。 

 

貳、疫情期間的外籍移工面貌 

相信 2008年的雷曼兄弟事件仍然記憶猶新，美國雷曼兄弟公司

宣布破產倒閉，引發全球股市暴跌與金融危機。受到美元遭拋售之

影響，日幣急遽升值，直接重創日本相關的出口產業。雷曼兄弟事

件是日本脫離泡沫經濟後，首次面臨的重大經濟危機。當年日本企

業主要的因應方式，就是大量解雇派遣非正規勞工，以求人力成本

的最大幅度簡約。依據 2008 年末統計數據，當年度受解雇者達 25

萬人，絕大多數為非正規勞工，失業率創下歷史新高的 5.7%，可知

2008 年雷曼兄弟事件的直接犧牲品可說是這些兼職、工讀、派遣員

工或暫時性雇員等非正規勞工。 

相較雷曼兄弟事件，COVID-19 造成的經濟衰退，並不是起源於

金融危機，而是因為人民移動受到嚴格限制所導致的。對於以出售

貨品或提供他人服務為業的族群而言，毋寧是喪失獲取生活所得的

可能性，進而陷入貧困的窘境。雖然在 2020年疫情高峰期間，日本

企業的倒閉數以及失業人口數不如雷曼兄弟事件時期之多，但仍有

值得留意的關鍵差異。首先，在雷曼兄弟事件時期倒閉者，多為金

融企業或不動產相關公司，因此當時主要失業族群多為男性。但本

次疫情期間的移動限制，直接衝擊的是一般服務業，因此多數倒閉

者為飯店、餐廳及零售業者。而從事相關服務產業的，又以女性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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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輕族群為多，也造就失業族群的明顯不同。 

另一方面，COVID-19 疫情不僅嚴重打擊上述服務產業，更加劇

日本社會貧富差距。移動自由受到限制的疫情期間，各企業都開始

推動在家上班或遠距工作模式，加速產業的數位化程度。然而，各

產業勞動者的數位化程度仍有嚴重的鴻溝存在。所得越高的勞動

者，遠距工作的比例持續上升；低所得族群，其遠距工作的比例卻

始終受限。主要原因其實不難推知，低所得群絕大多數都是從事在

工作現場提供身體勞動力的低薪業務，另外所從屬的企業主，大概

也都是難以提供遠距工作設備與環境的中小企業或個人經營者。依

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所公布的資料，因 COVID-19 疫情波及而遭解雇

者，直至 2020年 12月為止共計約有 7萬 6千人，其中六成以上屬

於相對低薪的非正規勞工。 

與雷曼兄弟事件時期相同，在企業面對經濟危機而首批遭到切

割犧牲的，當然也是非正規勞工。但比較特別的是，本次疫情期間

受到影響的非正規勞工當中，包含大量情形更為不利的在日外籍移

工。以技能實習生或留學生身份赴日，從事低薪但具高危險性工作

的外籍移工，此際時常成為社會安全網所遺忘的存在，其在日本的

窮困處境比想像中還要來的嚴峻。由於語言上的溝通壁壘，使得政

府支援難以達成實際效果，甚至開始出現有外籍移工鋌而走險，為

求謀生而從事違法勾當的事例。 

的確，日本政府並非完全無視因疫情期間而生計面臨窘困的底

層勞工。例如，為保障停工企業或工廠的員工生計，企業或工廠必

須給予員工停工補償。另外政府也會核撥相關補助金，避免企業或

工廠為節省人力成本而解雇員工。然而，在日本會聘用外籍移工的

企業，如同前述一般，絕大多數都是小規模的公司行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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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既有的產業鏈結中，這些公司行號都是處於最末端，處理從

其他公司而來的轉包或代工業務。在經營層面上本來就非常脆弱的

中小型企業，無法積極主動地去擬定人力雇用計畫，自然難以確保

外籍勞工的權益。在產業鏈結構造中身為弱者的中小型企業，在危

急之際為保護自身存續，當然非常容易切割已無利用價值的外籍移

工。再者，公司依法核發的停工補償，是以原有薪資六成計算。但

一般而言，外籍移工原本薪資就已相當低廉，再以六折進行補償的

話，根本無力支付在日的最低生活所需。同時，雖然政府會援助企

業，但派遣公司等無法該當援助對象，受派遣公司支配的外籍移工

自然也拿不到足額的補償保障。 

這些因公司急於切割而被迫離開職場，有限的職業技能及語言

能力使其無法順利轉換職場的外籍移工，只能繼續遊走於更為苛刻

的勞動環境中尋求生存機會。甚至，赴日前為支付高額人力仲介費

用而欠下債務的外籍移工，除了沒有經費可以返國外，在沒有清償

債務的情形下，也根本不敢返國。COVID-19 疫情期間，造就大批進

退兩難，在生存懸崖上舉步維艱的悲劇族群。 

  

參、日本外籍移工政策的特徵與問題 

事實上，這些外籍移工在疫情期間所遭受的不利處遇，很難完

全歸咎於是企業經營者基於自我利益而為的個別情事。真正應該檢

討的核心因素，毋寧是現行日本政府所設計的外籍移工政策，直接

造成勞動現場可以毫無憐憫的拋棄作為。日本目前主要引進外籍移

工的法定資格，是所謂的技能實習制度。不過，從其他國家的移工

政策角度而言，技能實習制度本身就是相當特異的存在。就形式上

而言，該制度其實應該是外交政策下的產物，而不是真正的外籍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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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制度。 

技能實習制度是讓發展中國家的外籍人士，以學習相關職業技

能為目的，到日本各合作企業中短暫實地學習，並設定其學得技能

後回國，帶動其母國的產業發展。因此從制度設計之初，就不是要

引進長期穩定提供勞務的外籍人士，而僅是打著援助發展中國家的

名義，獲取可供日本企業利用，同時也極容易擺脫與拋棄的低廉勞

動力。在此種前提之下，自然不會積極投入對於外籍移工的各項支

持措施。諸如基礎日語的初步訓練、勞動法令的充分告知、職業技

能的適切培育、求職就業的監督輔導，在技能實習制度下仍屬空洞。

甚至長期以來，在日外籍移工僅能仰賴民間團體，求取微薄的實質

支援。 

同時，基於短期利用低廉勞動力後即可拋棄的理念，也導致放

棄為外籍移工建構相應的社會安全網。然而，在日外籍移工絕大多

數擔任的工作內容，是一般日本國民不願投入的低薪高危險勞動。

在如此惡劣的工作環境中，外籍移工卻還必須面臨因經濟景氣影響

而來的高失業風險。在欠缺社會安全網保障的情形下，在日外籍移

工自身對風險承擔能力可說完全欠缺，不僅造成其他社會問題的衍

生，更會形成外籍人士選擇赴日的重大阻力。當然，由於各國經濟

發展呈現極大差距，也會有無視各種風險存在，抱持掏金夢而願意

孤注一擲赴日的外籍人士。不過此種心態的外籍人士，是否真能持

續提供穩定且具品質的勞動力，或許仍值得檢討與探究。 

在後疫情時代，各國面對已顯孱弱的國內經濟局勢，終於重回

再求爆發的跑道起點。正如日本前首相菅義偉所預想，日本必須在

國際人才競爭上取得優勢地位，才有可能維持往日的繁榮程度。再

者，COVID-19 疫情或許也開始令人重視另一種層面的全球化發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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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類共同生活的地球中，如何有更為合理的 經濟與社會的連結模

式，特別反映在企業應肩負的社會責任。這些都可說是日本重新檢

討既有外籍移工政策的重要契機，更是日本政府未來必須面對的戰

略與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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